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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外译专题研究　主持人：湖南工业大学张冬梅教授

［主持人语］在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今天，译好中国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东方智慧

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本期推出的专栏，邀请多位学者以“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实施中的若干重

要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外译”的若干核心问题展开探讨，以历史研究与理论探讨

相结合的方式，探索中国文化外译、传播、接受的机制和规律问题，以专业的方式回应国家战略需要，推动

翻译研究为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服务。李伟荣、宗亚丽从历时角度考察中西初识阶

段《易经》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客观地评析了《易经》传入西方而促成的影响；王峰借鉴中国古典文论、译

论中的核心概念，将中国诗英译流派分为“文雅”“文俗”“质雅”“质俗”四大流派，为系统研究中国诗英译

的理论与流派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刘红华从发起者、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三个方面探究中国文

学外译模式，为增强中国文学外译的实效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赵永湘、张冬梅借鉴传播学经典５Ｗ模
式，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个方面，探索了中国文学

“走出去”译介模式。

《易经》欧洲早期传播史述 

李伟荣，宗亚丽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易经》早期译介者既有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和白晋等，也有非传教士人物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认为《易经》的
六十四卦图类似于他所发现的算术二进制，尽管二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但在传播目的和策略上却跟其他传教士一脉相承。

《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客观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开始在欧洲生根

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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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６世纪一直到２０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传

教士先后对《易经》展开研究。［１］１９《易经》作为中国

儒经之首便随着传教士的汉学西传而得以在西方

世界传播。本文拟从历时角度来考察中西初识阶

段《易经》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

　　一　揭橥西方易学传播的开端

海外的易学研究始于利玛窦（ＭａｔｈｅｏＲｉｃｃｉ，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年）和金尼阁（ＮｉｃｏｌａｓＴｒｉｇａｕｌｔ，１５７７—

１６２８年）。利玛窦在１５９４年刻印《四书》的拉丁文

译本，该译本除中文原文、拉丁文译文外，还有必要

注释。这部译作被寄回意大利，作为传教士日后到

中国传教的参考。［１］利玛窦等来华耶稣会会士在中

西交通史的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西学东渐”，将西方的科学著作传入中国，直接影

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二是“中学西传”，即将

中国典籍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入西方。

学术界一般认为，正是因为利玛窦用儒学来附

会天主教义，所以孔子思想在１６世纪末始得传入

意大利。利玛窦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西方最早读《易

经》的人之一，也可能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接触《易

经》的人。［２］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引用《周易·

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

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

乎震，震东方也。”［３］以证明天主教的“天主”就是

中国儒教崇拜的“上帝”。

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教，利玛窦采用了后来具有

重要影响的适应政策；他还试图用中国典籍证明基

督教的教义，从而调和中国典籍与基督教教义的矛

盾。这种种做法对耶稣会会士在东方传教的垂范

作用，无疑直接开启了传教士易学研究的先河。［４］

他对中国经籍的这种方法和态度，首先就影响到了

他的学生金尼阁。

金尼阁于 １６１０年和 １６２０年两次来华传教。

在传教之余，悉心研究中国经籍，并将部分经籍译

成拉丁文。在利玛窦所译《四书》的基础上，金尼阁

翻译了“五经”，于１６２６年在杭州出版了拉丁文《中

国五经》（ＰｅｎｔａｂｉｂｌｉｏｎＳｉｎｅｎｓｅ）。此书包含《易经》

《书经》《诗经》《礼经》与《春秋经》，除拉丁文译文

外，还附有注解。这部译作对后来耶稣会会士翻译

《易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的传教士尤其是“索

隐派”因为要在《易经》中寻找“上帝”的痕迹，不断

研究和翻译《易经》。从这一意义而言，金尼阁可以

说是揭橥了西方易学传播和研究的开端。［５］

利玛窦之后，声名卓著的汉学家以曾德昭（Ａｌｖａ

ｒｕｓｄｅＳｅｍｅｄｏ，１５８５—１６５８年）、卫匡国（ＭａｒｔｉｎｏＭａｒ

ｔｉｎｉ，１６１４—１６６１年）和安文思（ＧａｂｒｉｅｌｄｅＭａｇａｌｈｅｓ，

１６０９—１６７７年）为主。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提出，

《易经》（Ｙｅｃｈｉｍ）是一部政治哲学或是治国方略之

书。［６］卫匡国在其著作《中国上古史》中，向西方介绍

了中国的最早经书《易经》，其中包括阴阳的定义、太

极八卦的演化过程；把“易”之义翻译成等同于“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之义的拉丁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ａｎｔｕｒ”，并把《易经》

与西方哲学相比，将伏羲比拟成毕达哥拉斯。［７］研究

者认为，卫匡国在易学西传中有两个重要贡献：一

是他第一次向西方指出伏羲是《易经》最早的作者；

二是他初步介绍了《易经》的基本内容，并且第一次

向欧洲公布了６４卦图，从而使西方人对《易经》有

了直观理解，这幅图比柏应理等人在《中国哲学家

孔子》一书中所发表的６４卦图早２７年。［８］安文思

也在著作中介绍过《易经》，中国人把它视为世上最

深刻、最博学和神秘的书。［９］

欧洲的早期汉学研究大多出自耶稣会会士之

手，他们的研究肇始于《尚书》和《易经》的翻译，他

们将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译介传播到西方，中国文

化和西方真正发生文化交流关系正始于此时。［１０］３４

耶稣会会士的本意是通过引用中国典籍来附会其

教义；同时，这又能证明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从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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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教会上层人士的支持。我们要清楚的是，他们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在欧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耶稣会会士在中国之所以要研究和翻译中国

古代典籍，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典籍对其

传教的适应政策而言非常关键。以此为基础，以利

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创立了欧洲传统汉学的

模式，即掌握多种语言文字，钻研中国文献经籍，进

行文化比较研究，力图恢复历史原貌，以便于他们

向中国人传教。［１０］３４耶稣会教士以《易经》和《论

语》等儒家典籍为中心，展开了用欧洲语言（确切地

说是拉丁文）翻译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

工作。［１１］２５

　　二　“索隐派”与《易经》在法国的早期传播

“索隐派”或“索隐主义”（Ｆｉｇｕｒｉｓｍ）指的是一
种注疏（ｅｘｅｇｅｓｉｓ）方法，由白晋首创，受康熙帝的鼓
励和资助。“索隐派”的方法是经由考据、索隐的方

式企图从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在《易经》中寻找

《圣经》的神谕、预言、教义以证明《易经》和基督教

教义一致，其目的就是通过注释中国经典（主要是

儒家和道家经典）而进入中国传教，主要代表人物

有白晋（ＪｏａｃｈｉｍＢｏｕｖｅｔ，１６５６—１７３０年）和马若瑟
（ＪｏｓｅｐｈＰｒéｍａｒｅ，１６６６—１７３６年）和傅圣泽（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ＱｏｉｓＦｏｕｃｑｕｅｔ，１６６５—１７４１年）等。［１２］法国从
１７世纪起，就在汉学西传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巴黎从１７世纪～２０世纪初，一直是欧洲汉学的学
术研究中心。１６８７年，《易经》的第一本西方译本
（附刻在柏应理所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正

式在巴黎刊出。［１３］１６８８年出版法文节译本《孔子的
道德》，１６８９年又出版另一版法文节译本《孔子与
中国道德》。其中，《孔子的道德》于１６９１年在英国
出版英文节译本。目前在欧洲很多图书馆存有柏

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可见这本书对孔

子、孔子学说及《易经》在欧洲的传播，都有一定的

影响力。

不过，为了能在中国传教，并为“礼仪之争”进

行辩护，柏应理把中国描写成完美无缺的文明先进

的理想国家，值得模仿。正是因为这本书，欧洲人

开始注意中国，从而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柏

应理在巴黎出版的《易经》拉丁文译本，与金尼阁在

杭州印行的拉丁译本相去４０年，这是第一本在西
方世界出版的《易经》外语译本，因此柏应理也成为

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１４］

柏应理（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ｏｕｐｌｅｔ，１６２３—１６９３年）为比
利时耶稣会会士，字信未，受到刚从中国传教回来

的卫匡国之影响，也要求前往中国传教。与柏应理

一起，殷铎泽、鲁日满和恩理格等，将《大学》《中

庸》《论语》（缺《孟子》）译成拉丁文，书名为《中国

贤哲孔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ｉｎａｒｕ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该书
包括柏应理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献辞；导言；《孔

子传》；《大学》《中庸》与《论语》译文等。书中“导

言”部分有柏应理用拉丁文翻译的《易经》６４卦和
卦义，不过柏应理的译文用字冗长，例如，《易经·

谦卦》的第二爻中的“六二，鸣谦贞吉”［１４］６个字，
译者却用多个省略号表示。

白晋是西方研究易学著作的先驱之一，在《易

经》的西传史上，扮演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

性角色，在易学的西方传播中居功厥伟。柯兰霓和

张西平都指出，对《易经》研究最深入的是白晋和他

的“索隐派”。［７］康熙皇帝曾下旨让白晋研究《易

经》，并将傅圣泽从江西调来与白晋一起研究《易

经》。［１５］白晋认为《易经》由伏羲所撰，是世界上最

老的书籍。［１６］白晋也因奉行“索隐主义”而名闻宗

教界。不幸的是，“礼仪之争”时期“索隐主义”被

禁止，其结果就是“索隐主义”的方法逐渐遭到

废弃。

白晋１６９７年写于巴黎的一封信，第一次显示
他对《易经》有浓厚兴趣。他在信中表示，尽管大部

分耶稣会会士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

西，但他相信《易经》中存在中国哲学的合法原

则———这些原则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

样完美。［７］据裴化行（Ｈｅｎｒｉ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８９７－１９７９
年）的记述，回法国期间白晋曾于１６９７年在巴黎作
了一次有关《易经》的专题演讲，白晋在演讲中说：

……虽然（我）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我们耶

稣会传教士的观点，这是因为大部分耶稣会会士至

今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西，其学说没

有丝毫牢靠的基础……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

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再说，

除了中国了解我们的宗教同他们那古代合理的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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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独创多么一致外（因为我承认其现代哲学不是完

美的），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方法更能促

使中国人的思想及心灵去理解我们神圣的宗教。

所以我要着手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１７］

白晋既推崇《易经》，又认为《易经》义理与天

主教教义一致，可以凭借这一著作打开中国人的思

想并让他们理解天主教教义。在《康熙皇帝》一书

中，白晋也说：“虽说康熙皇帝是个政治家，但他如

果对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怀疑，就决不会许

可天主教的存在。”［１８］换言之，只要能证明中国古

经与天主教义的内容一致，就可以让康熙信仰天主

教；康熙若能信仰天主教，那全中国都可以纳入天

主教的版图。

在这种信念的推动下，白晋穷其一生都致力于

在上古时代的中国典籍中寻找《圣经》教义。同时，

作为一位数学家，白晋对易卦也颇感兴趣。［７］２３６白

晋知道康熙皇帝喜好科学，便投其所好，用数学方

法解释《易经》，再从《易经》中寻找天主。白晋企

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以证明中国祖先所遗

留下来的圣典———《易经》，其实与希腊、埃及犹太

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白晋认为“在八卦中可

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并认为“世上没有

比研究那包含真理而又如此难解的《易经》更能显

示中国人的心神是如何契合于基督教义了”。白晋

这种传教方式显然是利玛窦“适应政策”的一种运

用，带着无限浓烈热忱的宗教情怀作后盾。

白晋等之所以从中国经籍入手在中国传教，而

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

中，中国士大夫对学经与传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无疑

直接启发了白晋等“索隐派”耶稣会会士。例如，夏

大常就认为传教士应该熟读中国典籍，这样才能理

解中国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功地在中国传教。他

指出：

若要免人妄证，须先明透中国本性之情；若要

明透中国本性之情，须先博览中国之书籍。中国之

书籍，即为中国之本性也，未有不读中国之书籍，而

能识中国之本性者，亦未有不能识透中国之本性，

而能阐扬超性之理于中国者。［１９］

同时，他强调说，必须利用中国典籍才能更好

地在中国士大夫中间传教。他说：

若对中国读书之人讲道解经，开口便要博引中

国古书为证。若是能引中国书籍，出自何经，载在何

典，他便低首下心，无不心悦诚服，若不详引中国书

籍，辨析他心，纵有千言万语，他心不服，纵谈超性妙

理，他心亦不能知，他或纵然当面奉承，背地尚加毁

谤矣！必须多读中国书籍，方能开引人心矣！［１９］

傅圣泽和白晋一起抵达北京后，被分配至福建和

江西传教。１７１１年（康熙五十年）被康熙召至北京，协
助白晋进行《易经》的翻译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撰有

《易经稿》。傅圣泽和白晋一样，相信在《易经》和《书

经》等中国经典中，可以找到天主的启示。［１４］

马若瑟是白晋邀请的１０名法籍耶稣会传教士之
一，他精研中国学术经典，曾用汉语著《经传议论》１２
篇，《易经》是其中之一，他还著有法文《易经入门注

释》（Ｎｏｔ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ｏｕｒＥｎｔｅｒＤａｎｓ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ｄｅｌ’
ＹＫｉｎｇ）。

这些“索隐派”成员们为了从中国古籍中发掘

天主教教义，努力钻研中国古籍和语言文字的作

法，终于引来其他耶稣会教士的批评。这些耶稣会

教士认为，“索隐派”所作的未免显得有些本末倒

置，甚至太牵强附会。最后法国教会及罗马教廷对

这些“索隐派”成员对中国经典的研究，尤其是鼓吹

《易经》的做法感到反感，说他们是“着了《易经》的

魔”，“索隐派”的《易经》研究于是被迫终止。虽然

“索隐派”的《易经》研究画下了休止符，但是他们

所撒播的种子，却使欧洲学人对《易经》的兴趣和喜

好得以绵延不绝地发展。白晋及其“索隐派”对西

方易学的传播和发展，亦可谓功不可没。

除白晋及“索隐派”外，尚有其他耶稣会教士对

《易经》作了若干研究，如刘应（ＣｌａｕｄｅｄｅＶｉｓｄｅ
ｌｏｕ１６５６—１７３７年）、钱德明（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ｉｅＡｍｉｏｔ，
１７１８—１７９３年）、汤尚贤（ＰｉｅｒｒｅｄｅＴａｒｔｒｅ，１６６９—１７２４
年）、雷孝思（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Ｒéｇｉｓ，１６６３—１７３８年）和宋
君荣（ＡｎｔｏｉｎｅＧａｕｂｉｌ，１６８９—１７５９年）等。［２０］

　　三　《易经》西传与莱布尼茨的“易学”数理
研究

　　《易经》传入欧洲之初就在欧洲学界具有很高
的声誉，关键在于莱布尼茨（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ＷｉｌｈｅｌｍＬｅｉｂ
ｎｉｚ，１６４６－１９１７年）所发明的二进制与《易经》之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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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极为类似的关系，其中莱布尼茨又与白晋就

《易经》多次通信，故而白晋与莱布尼茨在《易经》

西传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与影响。关于白

晋、莱布尼茨和《易经》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致众

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

莱布尼茨在 １６６６年出版的著作《论组合术》
（ＤｅＡｒｔ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国，当时
他２０岁。［２１］１０９莱布尼茨很早就对中国的事物感兴
趣，而且也熟悉中国的一些事物。自１６８７年开始，
莱布尼茨积极地与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进行

通信。最有名的要算他与当时在北京传教的闵明

我（ＣｌａｕｄｉｏＦｉｌｉｐｐｏＧｒｉｍａｌｄｉ，１６３８—１７１２年）和白
晋间的通信。这些通信大部分被收录于莱布尼茨

的著作《中国近事》（ＮｏｖｉｓｓｉｍａＳｉｎｉｃａ）里。关于《易
经》，莱布尼茨认为《易经》的卦图是古代的二进算

术（ｂｉｎａｒｙ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他曾与多位数学家和智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通信讨论相关问题，其中包括卡兹
（ＣｅｓａｒＣａｚｅ，１６４１—１７２０年）和坦泽尔（ＷｉｌｈｅｌｍＥ．
Ｔｅｎｔｚｅｌ，１６５９—１７０７年）等。［２２］

莱布尼茨、白晋和《易经》的关系，其焦点就是

他所发现的二进制是否受到了《易经》的启发。帕

金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Ｐｅｒｋｉｎｓ）的研究显示，莱布尼茨觉得
自己发现的二进制可能有利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便于１６９７年和１７０１年分别给闵明我和白晋去信
说明这一发现；白晋恰好也在研究《易经》，看到莱

布尼茨的来信，觉得莱布尼茨信中所描述的二进制

与他看到的６４卦图非常类似，所以就将自己的看
法寄回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得到确认后，便于

１７０３年将自己的论文《二进制算术的阐释》（Ｅｘ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ｑｕｅＢｉｎａｉｒｅ）［２３］投给巴黎学院
（ＰａｒｉｓＡｃａｄｅｍｙ）。

有学者认为白晋对《易经》的研究直接影响了

莱布尼兹，他们二人从１７０１年开始在书信中讨论
了伏羲、八卦及二进制的问题，白晋曾寄给莱布尼

兹两幅“易图”：一幅是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即《伏羲六
十四卦次序图》；另一幅是 Ｓｑｕａｒｅ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即《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幅图可能
是从卫匡国那里得到的，而卫匡国的易图则可能是

朱熹《周易本义》所录邵雍之卦图。莱布尼茨与白

晋和《易经》的关系，其焦点就是他所发现的二进制

是否受到了《易经》的启发。一般认为，首先是白晋

将６４卦图寄给莱布尼茨，然后莱布尼茨受到６４卦
图的影响发现了二进制。

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是否受《易经》的影响，

并在２０世纪初引发了一场公开争论，其始作俑者是
阿瑟·韦利（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ｅｙ，１８８９—１９６６年），他认为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易经》有关。［２４］随后激起很多讨

论，例如伯希和（Ｐａｕｌ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年）便反对
韦利的这种说法，［２５］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
１９００—１９９５年）也支持伯希和的意见，［２６］艾田蒲
（ＲｅｎｅＥｔｉｅｍｂｌｅ，１９０９年—）也持类似观点。［２７］这是
反对的一方，这一方对国内的研究有着持久影响；另

一方则认为《易经》，尤其是“八卦图”和“六十四卦

图”对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具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代

表有拉赫（ＤｏｎａｌｄＦ．Ｌａｃｈ，１９１７—２０００年）、孟德卫
（ＤａｖｉｄＥ．Ｍｕｎｇｅｌｌｏ，１９４３年—）等。［２８－３１］

国内研究基本上也分两派，一派认为莱布尼茨

发现二进制受到了《易经》中卦图的启发，以孙小礼

等为代表；而另一派则持否定意见，以陈乐民、胡阳

和李长铎等为代表。

孙小礼最初认为《易经》的卦图与莱布尼茨的

二进制数表是一致的。［３２］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

孙小礼对自己关于《易经》卦图与莱布尼茨发现二

进制的关系进行了修正。她在１９９９年的一篇文章
中明确提出，莱布尼茨在１７０３年研究《易经》卦图
之前已经发明了二进制算术。［３３］

陈乐民认为，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有其数学

基础的。而且，莱布尼茨在得到“八卦图”之前就已

发明二进制，所以不能说他是受《易经》的启发而创

造“二进制”。［３４］与陈乐民持类似看法的还有胡阳

和李长铎，在他们的著作《莱布尼兹二进制与伏羲

八卦图考》中，他们还制作了一份“莱布尼茨与伏羲

八卦图历史年表”用来说明此类问题。［３５］

韩琦则认为，这是“西学中源”说的一个新佐

证。他认为白晋研究《易经》和莱布尼兹研究二进

制是同时进行的，有关莱布尼兹二进制受到白晋的

影响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过，他又肯定是白晋的

《易经》研究促使了莱布尼兹把二进制和卦爻结合

起来，可以作为“西学中源”的一个新佐证。

最近，有学者撰文说：“就数制而言，若说先天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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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具有二进制的优先权，于理勉强可通。就算术而

言，若说先天易就是二进制算术，否定莱布尼茨的

创造之功，实在牵强。此外，莱布尼茨还有功于二

进制的传播与应用。”［３６］这段话肯定了莱布尼茨对

二进制的创造之功。不过，该文又试图调和这样两

种极端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易经》对莱布尼茨创立

二进制算术根本没有影响；另一种则否定了莱布尼

茨的创造性贡献，认为《易经》或先天易才具有“优

先权”。其目的无非是想说明，《易经》对莱布尼茨

创立二进制算术确实起到了重要的影响。［３６］

综上所述，传教士翻译《易经》等中国典籍，是

希望从中国典籍中找到能使中国人迅速信仰基督

教的原因，正如利玛窦从中国典籍尤其是《易经》等

典籍中证明出“天主与上帝特异以名”而已，这便为

利玛窦所代表耶稣会传教士的“适应政策”和白晋

所代表的“索隐派”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莱布尼茨研

究《易经》则主要因为他既为中国文化所吸引，进而

呼吁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呼吁欧洲必须向中国学

习、提倡中西方的优势互补；［２１］１１４又由于《易经》的

６４卦图类似于他所发现的算术二进制。对于《易
经》等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与影响，许倬云的评论非

常公允。他认为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等在内的一些学者，从来华耶稣会教士寄往欧洲的

报告中择取资讯，建构了理想化的东方，这是为抒

发自己的理想而做出的郢书燕说。［３７］我们今天回

顾这一段历史，必须依据历史逻辑，还原事实真相，

客观地认识《易经》等中国传统文化传入西方而促

成的影响，既不能夸大而自诩自己为文化强国，也

不能妄自菲薄而低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平心

而论，《易经》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客观上影响和改

变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以《易经》为代表的儒家

思想也开始在欧洲生根发芽。我们必须重视中国

经典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外部路径研究，因为在传播

中，我们往往过于关注内部路径研究（即翻译研

究），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外部路径研究。［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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